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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勒宠肇始的群体研究开始，群体智慧便饱受学者的关注和争议，即有概

念层面家族相似性的特点，也有是否存在群体智慧的争论。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和学

术界的理论研究愈加证明———作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的必要表现形式和组织存在的

群体拥有人们所不为熟知的智慧。群体存在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但群体能否产生智慧，

则会受到如群体规模、成员构成异质性、退出机制、群体凝聚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群体

冲突、群体理性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群体智慧; 群体理性; 退出机制

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群体行动的方式实现的，在面对自然界与社会的各种

严峻挑战时，联合起来行动是唯一可行的选择。〔1〕在这个过程中，群体的智慧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否真的像群体研究第一人勒庞所描述的那样“他们

是一群乌合之众……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

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不能容忍对立意见，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

会让他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 詹姆斯·索罗维基认为“古斯塔夫·勒

庞真的落伍了”，他指出如果你召集起规模足够多样化的一群人，要求他们“做

出对大众利益能产生影响的决策”，那么随时间的推移这个团体的决定会“在智

慧层面上高过单独的个体”。〔2〕面对争论，群体是否存在智慧? 三个臭皮匠能否

顶个诸葛亮? 如果群体存在智慧，影响群体智慧产生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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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概念辨析

群体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的必要表现形式和组织存在，是人类社会得以

存在而不可分离的部分，在现代及后现代社会里许多最迫切的社会问题都涉及

各种类型的群体。当前学术界关于群体智慧的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图景，与群

体智慧(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相似的概念与观点包括群体思维( Group Think) 、
社交智能或社会智能( Social Intelligence) 、团体智慧( Group Intelligence) 等，虽然

这些概念及理论各有论述及侧重，但总体上表现出概念的家族相似性的特点。
群体思维( groupthink) 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的西方国家，最初是

由欧文·贾尼斯于 1972 年提出，他通过对一些执行任务的小群体行为的观察，

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将这些假设综合后称之为群体思维。〔3〕群体思维作为

群体决策过程中的一种很普遍的行为和现象，对于群体决策过程的交互及其结

果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群体决策过程的组织中，群体思维一般都被认为是

一种过程损失，而在现实中无论是高层的政治、军事、外交，还是企业的管理决

策，都非常普遍地采用了群体决策的形式。〔4〕贾尼斯要求人们采取群体思维决

策过程，即保持“警觉”，也认真地关注替代性的行动方针，以及与这些替代选择

相关的风险。〔5〕

“社会智能”原本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Edward Thorndike 在《Intelligence
and Its Use》一文中将其定义为个人了解别人并妥善经营人际关系的能力。
Howard Gardner 在《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文中，将人的智能分为 6
种: 抽象智能( Abstract Intelligence) 、实用智能( Practical Intelligence) 、情绪智能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审美智能( Aesthetic Intelligence) 、运动智能(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以及社会智能( Social Intelligence) 。其中，社会智能被定义为与他

人相处同时能够激励其他人与其合作的一种能力，有 5 个不同的影响因素: 仪

表、表达的准确性、理解能力、诚恳度以及激情。〔6〕上述关于“社会智能”的观点

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我国台湾地区将 Social Intelligence 译作“社交智能”，也有

西方学者将社会智能限定为“社会认知”，特指群体理解、思考以及推理，群体对

知识结构的构造，对知识的获取和使用的一种能力。〔7〕

群体智慧(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起源于不同意见讨论决策形式，由 Peter
Russell，Tom Atlee 等人共同提出和论述，是指由许多的个体合作与竞争中所显

现出来的智慧，研究包括社会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群众的行为，是一门由夸克到

动物到人类社会等群体行为的研究。〔8〕James Surowiecki 提出了“群体的智慧”
( The Wisdom of Crowds) 的概念，他指出“多数人的群体智慧超过少数人的个体

智慧”，并提出了“群体智慧”超过“个体智慧”的四个条件，即多样化的观点( Di-
versity of opinion) 、独立性( Independence) 、分散与分权化( Decentralization) 、集中

化( Aggregation) 。本研究有关群体智慧的概念更趋同于索罗维基“群体的智慧”
( The Wisdom of Crowds) 这一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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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群体是否存在智慧的反思

从弗洛伊德、罗伯特·默顿等对勒庞的评论以及勒庞的观点可看出“他们

组成一个群体并且坚信群体是不具有智慧的。”相对于早期群体研究而言，较为

近晚的研究则对群体存在智慧持积极和认同的观点。
( 一) 早期否定群体存在智慧的研究

在早期的群体智慧研究中，西方学者基本上持批评、否定的研究定位。查尔

斯·麦基对“群体无所不知”这个观点嗤之以鼻，在他看来群体绝对算不上睿

智，甚至连理性也谈不上，集体的判断力也注定是极端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市民社会的结构转型，大众作为一股政治及社会

力量开始崛起，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时期，以集体抗议为主要表现

形式的群体行为声名狼藉，人们往往认为制造街头混乱是穷人的天性，没有财

产、没有教养的人才会采取群体暴力行动，来对抗财富与理性，以发泄内心深处

的不满。〔9〕在这种背景下，有关群体及大众的否定研究开始多起来，群体的智慧

也便成为否定的内容之一。伯纳德·巴鲁克( Bernard Baruch) 认为，任何被认为

相当敏感和理性的个体只要成为一个群体的一员，马上就会变成一个白痴。梭

罗也持相似的观点“群体从来没有达到他们中间最优秀成员的标准，相反却将

这个标准降至最低程度。”弗雷德里希·尼采认为“对个体而言，行为会远离疯

狂，但疯狂在群体内部都始终起着支配作用。”英国历史学者托马斯·卡莱利

( Thomas Carlyle) 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不相信无知的个体集合起来就会变得

更聪明。”
默顿将勒庞定位为“问题的发现者”，作为问题发现者的勒庞所持观点与其

所在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各种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争相探索，大众作为一

种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大背景下，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正统性及社会稳定成为

其首先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勒庞认为群体里面的个体“就像动物、痴呆、幼儿

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

分低下的生物。”加塞特把西方文化的危机归咎于“大众的政治支配”，在当时，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绝大部分时候“臭皮匠就是臭皮匠，多少臭皮匠也成不了诸

葛亮”。Goldstone 指出与学者们所持观点不同的是，政治家比思想家走得更远，

对群体行动的评价更加保守，他们从政治统治的实用角度给群体行动涂抹上邪

恶的色彩，群体智慧同样不能幸免成为批判的对象。
( 二) 近代有关群体是否存在智慧的研究

20 世纪 60、70 年代之后，西方学者有关群体智慧的研究表现出了转向的趋

势，群体及其行动逐渐被人们冷静和理性地看待。〔10〕在这之前，人们认为对西方

文化的社会秩序和文明传统构成威胁的是“大众的反叛”，但人们后来发现主要

的威胁似乎并不源于底层社会，而是来自社会顶层，恰恰是社会的精英对西方价

值观或者说所剩无几的西方价值观失去了信心。〔11〕R·A·罗宾斯认为群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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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应该发挥出超常的智慧，就像中国的那句古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

亮。”尽管如此，一段时间以来至少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群体受到相当不利的压

力，政府声明个体事业和选择的长处，贬低以提升社会福利和集体责任为目标的

政策; 报纸社论经常将工业的动荡归咎于小群体的激进分子强制普通工人采取

违背其意愿的行动; 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正在被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私人合同取

代。〔12〕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其图景也差不多如此。
Steiner 认为在讨论到群体行为的时候，常常过多强调其消极或不受欢迎的

方面，如去个体化、歧视、懈怠及“群体盲思”，而不是团队精神、群际合作、群体

生产力和集体问题解决这些更为积极的方面。因为如此关注以上所述的群体反

社会性，以至于 Buys 半开玩笑地提出“如果没有群体，人类会做的更好”。但，

与学者们研究重点转向相一致的是群体智慧正越来越受到正面的关注及研究。
( 三) 我国学者有关群体是否存在智慧的研究

由于历史文化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的原因，我国学者基本上认

同群体存在智慧的观点。中国学者对社会智能关注的路线有别于西方学者，首

先在思维科学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思维”，然后是“群体智慧”，最后是“社会智

能”。〔13〕1987 年 8 月 3 日，钱学森院士在给戴汝为院士的信中提到“社会思维是

多个大脑在信息网的联通下，形成比单个大脑更复杂、更高层 次 的 思 维 体

系。”〔14〕李维杰在《群体特征分析: 社会智能的理论基础刍议》一文中指出社会

思维是一门研究人作为群体来思维的规律，包括个人思维和群体思维。群体思

维是以若干思维个体组成的群体作为思维主体形成系统的特有功能，从而产生

单个个体所不能达到的整体思维能力。有学者从“群体”特征角度着手进行分

析探讨了“群体”是否具有智能这一问题，认为群体可通过“竞争”、“协作”等方

法，激发个体的智慧来增长群体知识，“群体”具备的这种能力可视为“群体”的

智能，即“群体智能”或“社会智能”。〔15〕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群体是否存在智慧的观点是有争议的。刘洪认为群体决

策容易受决策群体的人员构成及相互关系、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决策时间

程度的紧迫程度、参与决策者的知识背景、不同特点人员的构成及参与者的价值

观、知识范围、伦理观等因素的影响，再考虑到根据不同的知识也会得出不同的

结论的因素，因此群体存在智慧是值得怀疑的。
国内外学者有关群体智慧及其家族相似性概念及理念的争论及研究，使我

们可以对其有更清楚的认识，并可以得出群体有存在智慧可能的基本论断。如

此，群体确有存在智慧的可能，那么是否有限制群体智慧产生的影响因素? 换句

话说，如何才可以抵消误差并促成群体智慧的产生?

三、影响群体智慧的几个因素

群体存在智慧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个群体能否产生智慧则有很多的不确定

性，它会受到诸如群体规模、群体成员的异质性、退出机制、群体凝聚力、信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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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 一) 群体的规模

群体的规模是影响群体智慧的重要因素之一，规模过小的群体无法形成群

体智慧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果要求由各个行业、不受他人左右的人组成的足

够大的团体，对这种可能性做出预测或者估计，然后再将结果进行平均，那么他

们当中每个人的误差就会被平均值抵消。每个人的猜测结果都由两部分组成:

信息和误差，索罗维基指出如果将误差抽走，剩下的就是相对精确的信息。在某

些需要彼此竞争的场合，平均可能意味着平庸，但就决策而言则通常意味着最

佳，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决策能抵消判断误差。
较大的 群 体 规 模 对 群 体 智 慧 的 影 响 是 很 明 显 和 重 要 的。百 度、有 道、

Google、亮点和维基百科都是群体智慧的产物，在没有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没有任

何人负责的情况下，系统可以顺利和聪明地运转。这些网站几乎完美地利用了

参与个体对群体的贡献，而这种贡献的基础就是大量的参与个体。那么，多大的

群体规模是较合适的呢? 西方及国内的研究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依

据社会统计学有关群体规模的界定，较大的群体规模应不少于 2000 个个体。如

果考虑到信息交流、通讯及统计技术的因素，应以万或十万为基本计数单位。
( 二) 群体成员的异质性

一般意义上讲，群体的异质性在很多情况下对于群体团结与群体管理而言

是不利的因素，但对于群体智慧而言却是一个积极因素。理查德·克拉克认为

群体成员的同质性不利于群体智慧的产生，在一个由不同背景的人所组成的团

体中，如果将每个人对未来的判断都聚焦起来，那么他们将制定出真正完美的决

策。托马斯·希利在《The Wisdom of the Hive》一书指出，蜂群构成的多样性可

以使其最有效率地找到蜜源，而这种效率是建立在蜂群具体分工与蜂种配合基

础之上的。Scott Page 认为对群体而言观点本身的多样化是很有价值的，多样化

特征的团体更善于解决问题，它拥有更高的智慧。
群体的“新人”或“新成员”可以起到异质性对群体智慧产生的作用。组织

行为理论专家马奇认为即使新成员没有多少经验且能力有限，实际上他会使群

体变得更加睿智，原因在于“影响并非来自一般的新成员所掌握的较深的知识，

虽然新成员的知识要比被他们取代的个体要少，但他们的作用源自他们为群体

带来的多样性。”值得关注的是，群体成员的多样性还要借助个体占有的信息量

为支撑，否则，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 三) 退出机制对群体智慧的影响

自格兰诺维特提出门槛理论以来，有关退出机制与群体智慧关系的研究日

益发展。退出门槛的降低加速了群体的极化，导致群体表现出趋向暴力的倾向

从而对群体智慧有着严重的影响。退出门槛的降低和临界点的显现加速了持理

性态度的个体退出，留下来的个体则是退出临界点较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群

体的同质性得到强化，而群体的多元性遭到削弱，因而会影响到群体智慧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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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不是群体的极化不会产生群体智慧呢? 这一问题很难给出标准答案，事

实上，历史经验证明，群体的高度极化反而更能刺激群体智慧的产生，但这种情

况的界定和解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此外，由于“沉默的螺旋”〔16〕效应的影响，持有异议的个体要么主动从群体

中退出，要么被从群体中清理出来，于是群体就表现出偏执与专横。〔17〕因此，无

论是门槛理论所揭示的退出机制还是“沉默的螺旋”效应都会对群体成员构成

的多元化和多样性造成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群体的极化而不利于群体智

慧的产生。
( 四) 群体凝聚力

群体凝聚力对群体智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群体决策的影响上，当群体

思维的其它表现( 如命令式的领导) 出现时，过高的凝聚力将产生更低质量的群

体决策。〔18〕当一个群体内的成员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友善和团队精神，并且群体

成员对其群体身份有着很高程度的评价时，群体成员一般都愿意继续维持群体

身份。〔19〕

群体的凝聚力可以促使群体成员尽可能的为群体着想，从而发挥个人的能

动性。值得注意的是，群体凝聚力利用不当，也会对群体智慧的产生造成不利影

响，倘若你没赋予团体以汇聚成员意见的手段，那么就不要让小团体成员成为领

导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小团体被纳入决策过程，那就应该允许他们做决策。
倘若一个组织组建团队只是出于纯粹的顾问目的而利用他们，那这个团队就会

丧失所具有的群体智慧。〔20〕

( 五) 信息交流与通讯技术

信息交流与传播是制约和影响群体智慧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化的信息交

流平台与途径使得各类积极或消极的海量信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递给群体

的每一个成员，使得群体成员间的信息即时交换成为可能。霍华德·莱茵戈德

在《聪明的暴民》( Smart Mobs) 中指出新一代移动通讯技术( 从手机到移动电

脑) 使得规模相当大的集体交流以及协调彼此活动变得容易多了。在信息交流

过程中，环境的因素也发挥影响，罗贝塔·沃尔斯泰特在《预警与决策》( Warn-
ing and Decision) 中指出，寄希望于人类在嘈杂和混乱的环境下甄别出准确的信

号显然是不合情理的。社学会家莱昂·曼恩( Leon Mann) 认为群体最有可能在

夜间采取极端方式，环境越嘈杂无序个体就越容易觉得自己很隐蔽，进而就有越

多的人做出极端的行为，嘈杂、混乱以及夜间的环境是群体智慧的破坏因素。
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群体智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多阶段的交互过

程，而信息交流和通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这种观

点，群体思维始终贯穿在整个群体决策的过程中，从问题界定、信息收集、方案生

成、评价直到最后的决议，都有可能产生群体思维。〔21〕群体智慧的产生贯穿与群

体思维并行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交流与通讯技术为这种作用的最

大化发挥提供了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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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冲突的特殊作用

冲突非但不会影响群体决策的效率及优异与否，在多数情况下反而会促成

群体意见的统一及风险的规避。适当的冲突对于形成群体智慧有着积极的意

义，这一点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的认同。刘洪指出要想使群体决策过程不受群体

思维限制，就必须在群体中制造合理的冲突。假如冲突是发生于一种彼此融洽

的气氛中，就会有较高品质的预测与估计，最后就能做出一个优秀的决策。制造

冲突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头脑风暴，可以是在专家群体决策的基础上，由群体成员

尽可能激发创造力，产生尽可能多的设想和方案，也可以是对提出的设想、方案

逐一质疑，分析其现实可行性的方法。〔22〕

为了尽量扩大群体中的分歧，在决策时就要选择那些专业背景和思考风格

不同的人来参与。如果群体成员能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出

冲突性的理念。当然，这些冲突只能是关于解决决策问题方面的，而不是成员间

的人际冲突。为了避免群体决策中产生从众效应，防止过早形成一致性意见，最

好的方法是安排“局外人”或“挑战者”，由他专门对其他人的论点提出质疑，探

究支持论据以及对其他人的逻辑提出挑战，提供一系列的建设性批评意见。这

种方法能保证群体决策思路清晰，防止决策过程“非理性”。〔23〕

( 七) 群体理性与群体智慧

研究群体智慧无法绕开有关群体理性的思考，R·A·罗宾斯指出群体在决

策的时候，往往会陷入群体思维之中，即在群体就某一提议发表意见时，会长时

间的沉默，没有人发言，而后又一致通过。通常是群体内那些有权威、说话自信、
喜欢发表意见的成员们的想法容易被接受，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这一提议，但

他们往往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导致了决策的失败。
“从众效应”也往往会使得群体在决策时忽略一些必要的资料收集和科学

决策的过程，成员们往往会草率地同意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接着还互相肯定

整个群体的感觉如何好，相互吹捧大家都作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群体决策过程

中的非理性行为，认为外部威胁是小集团偏见( in － group bias) 的直接诱因，〔24〕

那么这种诱因对群体智慧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呢? 研究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

起到了群体“新人”的作用，当组织中的群体处于因外界压力、威胁而造成的焦

虑、压抑、矛盾等心理方面的不适状态时，就会产生种种的非理性行为倾向。〔25〕

问题在于，是不是只有群体的理性才会产生群体智慧? 显然，这种观点过于简单

化了，严格意义上讲，群体的非理性在一定情况下对群体智慧的贡献要远比群体

在理性情况下大的多。

四、结 论

人类的群体智慧的发展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样漫长，与其说群体智慧

无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不如说是社会发展多化及利益相关者组

织发展推动了群体智慧的发展。群体不但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有着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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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员、决策、行动及风险规避的逻辑，在具备一定的条件后群体将会产生智慧，

而这种智慧将会有助于推动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及协调发展。或许正如中国古

人所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群体智慧不但存在还将在现代及后现代的中

国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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